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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成都城隍庙经济的变迁研究

张彦 史英壮
*1

【摘 要】: 城隍庙是中国古代城市文化和经济活动的重要空间，城隍庙会催生了城隍庙经济，城隍庙经济又促

进了城隍庙的扩大和繁荣。城隍庙和城市经济互生互荣、彼此影响的关系在清以后日益明显。及至民国初期，城隍

庙市经济已经蔚为繁盛，城隍庙中的小贩和江湖术士从事的个体经营活动也在城市经济中扮演了“细胞”角色，城

隍庙经济成为城市经济的重要成分。但随着城隍庙的衰落和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冲击的加剧，城隍庙市和城隍个体经

济开始转型，并逐渐为近代新经济形态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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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信仰是中国民间的一种信仰，由城隍信仰而产生的城隍庙是城市重要的宗教、文化和经济活动空间。城隍庙的兴起和

发展，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由城隍庙派生出来的城隍庙经济，是古代传统经济的衍生，是古代城市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城隍庙经济也经历了被冲击、被改造、被取代的过程。其转变过

程，也是城市经济转型的缩影。本文拟以成都城隍庙经济为考察对象，对城隍庙经济在近代的发展状况做一初步探讨。

一、成都城隍庙经济的历史变迁

明代中叶后，城隍庙出现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是城隍庙数量增多。日本学者滨岛敦俊在《明清江南城隍考》中就注意到明

中叶后江南新兴市镇涌现出大量城隍庙的现象，并认为这是市镇经济发展后，市镇居民政治文化需求提升的产物。
〔1〕

其实不只

是市镇城隍庙的出现，清代之后省级城市中的城隍庙数量也明显多于明代。以成都城隍庙为例，明代成都城隍庙只有城北郊外

一座
①
，而到了清末已经出现了至少三座（一说五座）具有一定规模的城隍庙。

〔2〕
二是城隍庙中的经济活动日益增多，城隍庙逐

渐成为城市中重要的经济活动空间，其中最能体现城隍庙经济特性的就是城隍庙会。如《五杂组》有云：“京师朔望及二十五，

俱于城隍庙为市。它时散处各方，而至此日皆合为一市者亦甚便之。”
〔3〕

成都城隍庙最早见于记载是唐代中期，其大致位置在府城西，但其具体状况已不可考
〔4〕

。宋元时期成都的城隍庙不见于典

籍。明代成都城隍庙有两座，一座在蜀王府西南，另一座在城外北郊。但明天启《成都府志》中仅述及城隍庙的具体方位，其

修建时间和城隍庙内的经济、宗教活动无从得知
〔5〕

。明末清初，成都的寺庙宫观等多毁于农民起义军的战火之中。

清代成都的城隍庙有三座
②
，分别是下东大街府城隍庙，修建于康熙年间；华阳县城隍庙修建于康熙年间，乾隆年间屡有培

修；成都县城隍庙修建于明代，后增修于清咸丰年间。这三座城隍庙在清代都形成了小型的商业市场。
〔6〕

民国时期成都的城隍

庙基本承继了清代城隍庙的数量和规模。

成都城隍庙和城市经济的关系是共生共荣的。一方面，城隍庙的兴衰受到城市经济的影响。明末，成都城市毁于战火，城

隍庙作为城市中宗教、经济空间的功能也就不复存在。康熙年间以后，湖广填四川，成都的人口增多，耕地得到开垦，城市经

济相应地得以复兴。
〔7〕

成都的城隍庙得以重建。清代中后期（乾隆、咸丰和同治年间）成都城市没有遭受农民战争的破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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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因此城隍庙也屡次修缮。另一方面，城隍庙在城市传统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城隍庙为城市的经济文

化活动提供了场所，为活动在庙中的商贩提供了生计，反过来这些经济文化活动又促进城隍庙的发展。

城隍庙所衍生出来的经济性，也体现出以工商业为经济主体的成都城市经济的格局，即城隍庙所在的区域，亦是成都城市

经济繁荣和工商业发达的区域。这种格局延续至今。如历史上城隍庙所在的城隍庙街、东大街、华阳，在今天，仍然是商业繁

华的地区，是城市经济中心。

二、成都城隍庙经济的重要载体——城隍庙市

城隍庙的庙市
③
最能体现城隍庙在传统城市经济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民国成都城隍庙的庙会先是三年举行一次，后于民国

二十年（1931 年）变为一年三次，分别是清明节、中元节（七月半）和牛王节（十月初一）
〔8〕

。成都的城隍庙会一般由当地的

袍哥堂口主事，费用则由各行会中的商人集资操办。届时，府城隍庙和北门城隍庙都会举行庙会活动，但是尤以北门城隍庙的

庙会最为热闹。到了农历十月初一这一天，“庙门外一带田坝搭棚，商货虚集，及木器、竹器、铁器、农器，陈列摆满售卖。

生意发达，中道两旁，悉为花草市，男女游人，拥挤不通。庙中香火大旺，烧香妇女，如潮水狂蜂一般地争先跪拜城隍云。”

这种若颠若狂的城隍会短则持续三天，长则半月有余。参加庙会的不仅有成都当地的民众，“还有许多来自各州府县的官吏、

商贾、士绅、僧尼等”。这说明城隍庙会是官民共同参与的经济文化活动，而城隍庙无疑是官民共有的公共空间。据称，城隍

庙会期间，“参与人数不下十万人”
〔9〕

，其热闹程度可见一斑。从经济贸易的角度分析，城隍庙会无疑促进了本地区经济的繁

荣。庙会中除了售卖农器、铁器、花草之外，地方精英还会举办祭祀活动，并邀请戏班在城隍庙中演戏酬神。

其实除了繁荣当地的经济外，这种夹杂着祭祀和各种娱乐活动的城隍庙会活动还有两种重要的社会作用。第一，由于城隍

神在本质上属于一座城市的保护神，具有明显的地区性。所以无论是组织庙会活动的地方政治、商业精英还是参与庙会活动的

普通大众，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本城市或本社区的一员，都受到城隍爷的保佑。通过这些经济活动，对个人而言能获得心灵的慰

藉，而对整个城市社会而言，则能起到增强地域凝聚力和文化向心力的作用。第二，官民共通参与城隍庙会这一经济文化活动，

可以暂时打破平日等级森严的社会规范，使得官民都以“逛庙会者”的身份参与进来，缓解官民之间的矛盾冲突，让日常被压

抑的心态在庙会的集体狂欢中得以释放。
〔10〕

每年正月初九至正月十六，成都东大街都要举行灯市，而灯市又以府城隍庙为中心。从初九夜起，东大街附近就要架起各

种各样的灯饰，“细木作架，髹以金漆；上段幂以细纱，绘说部杂剧，中置灯烛，间三四十步，即安放一架。尤以东大街者为

最精致，灯上绘三国演义全部，人物栩栩如生。”每逢灯市，还会有舞龙狮、放焰火、踩莲船、踩高跷、百技杂耍等活动。届

时，前来东大街和府城隍庙观灯、看杂耍的游人络绎不绝。人群中还夹杂衣着华丽，擦脂抹粉的妇女和穿金戴银的商人，他们

引来了瘅神、小偷的“光顾”。因此无论城隍庙会还是正月的灯会上盗窃和骚扰妇女的案件频发。官府不得不派出军队和警察

到城隍庙和东大街上巡逻，以维持治安。
④
民国时期的城隍庙会和古代庙会不同的是政府开始更多的对其进行干预和管制。这种

政府干预活动使得传统庙会的狂欢精神受到了压制，逛庙会者不得不按照政府的指令来注意和规范自己的言行。即使城隍庙灯

市会受到了政府的管制，而且有很多不安定的因素，但逛灯市的游人的热情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当时的一首成都竹枝词描

绘了城隍庙灯市的喧闹情景：“府城隍庙卖灯市，科甲巷中灯若干。万烛照人笙管沸，当头明月有谁看？”
〔11〕

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传统社会，柴和米一直都是民众生活中最重要的生活资料。民国时期的成都在四门都有交易的米市，

府城隍庙的米市就属于“东市”。城隍庙的米市分“大市”和“小市”两种。所谓“大市”就是每年新米上市之时，成都平原

附近的各州县的米商、乡户集中于到此趁机售卖。买米的顾客大都是成都的米商和中等以上的富裕人家，这些人是米市的大头

客户。此外成都常年靠米店为生的人也要多买一些。“每月逢三、六、九，城隍庙还有为期半天的米市，称为“小市”。附近

中和场、龙泉驿和西河场等地的居民都会赶到庙中卖米。上午十点是米市最热闹的时候。届时，人头攒动，米贩子的叫卖声、

顾客的讨价还价声交织在一起，十分热闹，一直到下午两点后又才恢复平静。”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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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庙中的米市的存在说明它是成都城市中一处重要的经济空间。一方面，城隍庙米市的出现与繁荣折射出民国成都粮食

商品化程度的提高。而粮食的商品化流通为成都市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最起码的生活保障。从更广泛的视野来看，米市的存在

是粮食流通的重要基站。通过粮食的流通，可调节各区域之间的粮食供给，有助于农业经济的地区互补格局的形成，维护整个

社会的稳定
〔13〕

。另一方面，城隍庙米市又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交流场所，许多经济、文化和社会信息由此散布到成都的大街小巷。

而至于为何把米市设在城隍庙中，除了东门城隍庙靠近东大街和东门，交通便利等因素之外，可能和城隍爷秉公执法的形象有

一定的文化联系，因为买卖的双方都重视交易的公平。

三、成都城隍庙经济的重要部分——城隍庙的个体经营

城隍庙中除了庙市等大型的集体经济活动外，还有不少分散的个体商业行为。民国成都城隍庙是小商贩、江湖先生摆摊设

点的重要场所。

府城隍庙的坝子上，设有许多小吃摊子，有“肥肠豌豆汤”“牙牙饭”“甜水面”和“馄饨锅盔”等，这些小吃物美价廉，

深受当地普通市民的喜爱。如当时的《锦城旧事竹枝词》赞到：“豌豆如泥肥肠鈀，钟敲府庙客喧哗。烧香出殿门前坐，汤鲜

饱味到家。”
〔14〕

又如“牙牙饭”就是一种用米饭煮成的饭块，一般可以按照客人的需要切成几块。这种“牙牙饭”分量很大，

一“牙”总在半斤大米以上，干体力活的人吃上一块，再加上一碟小菜就可以吃饱。从城隍庙中所卖的小吃中，我们可以管窥

民国时期成都下层民众的饮食结构和收入状况，城隍庙中的不少小吃一直保留到现在，体现出成都民众饮食风俗的延续。

城隍庙中还活跃着一批这样的人，他们平日以算命、看相和卖药为生，成都人把这些人统称为“江湖先生”或“江湖骗子”。

在精英的眼中，这些“江湖先生”的名声并不好。
⑤
当时成都的迷信之人不在少数，“惑于风水者百分之九十九”

〔15〕
。算命和

看相先生就利用老百姓大都愚昧迷信的心理，通过预测人的吉凶祸福为生。在府城隍庙戏台附近的院坝上，挂满了看相、算命、

摸骨和拆字先生的各种幌子，如“赛君平”“刘半仙”“神童子”“满天飞”等。这种算命的摊子在城隍庙一共有二十多家。

算命先生一般都是社会经验丰富的“老江湖”，若是有人来求签问卜，他会通过来者的年龄、相貌、穿着、举止和谈吐来判断

其身份，揣摩其心理。如果算命的是一位学生来问“考试、升学是否顺利？”算命先生都会说“顺利！公子乃文曲星转世。”

等阿谀奉承的话来讨对方的欢心。“人们最爱奉承，通过“哄”的手段，使算命的人得到安慰和满足，而算命先生的饭钱自然

也到手了，于是皆大欢喜。”
〔16〕

算命先生还有一招，就是“吓”，说来算命的人近日犯“白虎星”“扫帚星”“命里犯小人”。

算命的人若是相信这些谶语，就会急着问消灾避难的办法。而后算命先生先故作一番姿态，似言又止，向算命之人发出索要钱

财的暗示。算命的人拿出钱财之后，算命先生装模作样地指点一番，破解了算命人的恐慌心理。

但城隍庙中并非所有的江湖先生都靠坑蒙拐骗为生，“江湖郎中”是真的有些治病救人的本领。城隍庙中的“江湖郎中”

一般靠卖膏药和跌打损伤药为主，这些药的价格都比较便宜，且对感冒、腰疼腿肿等普通疾病有一定的疗效，因此受到了底层

劳苦民众的欢迎。但这些郎中为了招徕顾客，便夸大自己所卖药的疗效。每逢农历四月二十八“药王会，“妙手回春”“华佗

再世”“包治百病”的幌子、锦旗就挂满了城隍庙中的“扯谎坝”。由于城隍庙是“三教九流”汇聚之所，精英一般是不屑于

到此来看病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有失身份的事情。如成都的歇后语就说到“扯谎坝儿的医生——专卖假药”
〔17〕

。

当时的报刊和文献中有许多江湖先生诈骗新闻资料，表现出文化精英对江湖先生的偏见，但他们往往忽略了江湖先生本身

的生活方式和经济状况。实际上，城隍庙中的算命、看相的先生似乎很受人欢迎，有的算命先生的摊位上围了不少人，当然这

其中大部分是看热闹的。从当年报纸对城隍庙中江湖先生的记述来看，这些江湖先生的收入并不高，“每天平均也不过一元多”
〔18〕

，这种收入在当时仅供维持一家三口的温饱，因此城隍庙附近的小吃摊就是这些算命先生经常光顾的场所。当然还有一些算

命摊子前就显得异常冷清，忍饥挨饿是常有之事。

总的来说，从小摊贩、江湖先生的经济活动状况我们可以看出，民国成都个体经济的商品结构单一、发展水平比较低，他

们主营的都是和日常生活相关的初级产品，如小吃、纸钱、香蜡、普通药物等，这种经济特点，也突出体现在城隍庙经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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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以城隍庙个体经济为代表的民国成都的个体经济发展是不均衡的，且发展特点也不相同。北门城隍庙会每年都会举行大

型庙会，即使在平时，庙前的六十多亩空地上也云集了各类商贩，是个体商业较繁华的地区。东大街的城隍庙经济主要是大型

商品交易，个体经济较弱。而华阳县的城隍庙既无庙会，平时庙中商贩也比较零散，主要是一些兵士和算命先生。
〔19〕

正如前文

所述，即使在同一座城隍庙中，受商品质量、经营手段等因素的影响，个体商贩的经营状况也会有较大的差异。

四、“旧瓶装新酒”——城隍庙经济的近代转型

成都自古以来寺庙宫观众多，如大慈寺、昭觉寺、武侯祠、青羊宫等都是城市中重要的宗教活动空间和经济娱乐场所。元

代费著的《岁华纪丽谱》记述了寺庙在城市经济和娱乐活动中所居的重要地位。
〔20〕

清末和民国时期，很多的新式机构如学校、

行会和工厂都是依靠寺庙的资产和建筑作为其活动的重要条件和场所。抗战时期，成都的慈善救济事业蓬勃发展，寺观宫庙发

挥了积极作用。城隍庙在其中也担当了重要角色。如在东较场的城隍庙就设立了市立救济院老废所。这所救济所由市政府主办，

采取财政拨款，因而经费充足。该所引进了一些先进的卫生医疗设施，采取现代化的管理方式。“有专聘医师 2 人轮流在院诊

治，中西医诊疗所亦时常送诊，并规定每周沐浴一次。”在此院内的患者“衣食住均由院中供给，每人冬夏季衣服各两套，冬

季棉被 1 条，夏季草席 1 张，每日 2 餐蔬菜饭，一干一稀饭。稍能活动者作轻松工作”
〔21〕

。

由于城隍是民间信仰，大众化属性明显，其顺势趋利的特点突出，在整个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表现出更强烈的社会认同

和经济至上的特点。这一特点，促使城隍庙经济在近代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顺应时代的发展，接纳和建造新的经济体，实现

社会经济改造的需要。

城隍庙一方面在适应社会的发展中进行着自我的革新，积极融入社会经济的改造中；另一方面，也积极发挥寺庙经济的作

用，为近代城市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北门的城隍庙在 1929 年设立了工厂，为民生工厂第一劳工工作场。
〔22〕

民国成都的城隍庙

一度作为慈善救济机构和工厂，为这些机构从事经济活动提供了空间基础，城市经济的转型因而有了生存的土壤。同时，城市

的新型经济和商业模式也逐渐改变了城隍庙的性质。城隍庙由原来的宗教型、经济型、文化型三位一体的综合型空间向专业化

的经济空间裂变。城隍庙经济只部分保留了原有个体经营的形式，而其经济结构、经济成分、经济形态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成都的一座城隍庙似乎被两个或多个新型组织机构所占用，这种新型组织的进入，使城隍庙的经

济形态发生了改变。而同时城隍庙中传统的经济和娱乐活动也在延续。如华阳县城隍庙的后殿在清末新政时期就被铁道学堂暂

时用作宿舍，
〔23〕

但由于民国十七年（1928 年）之前官方并没有废除城隍祀典，所以华阳县城隍庙在抗战前，一直是善男信女烧

香，士兵听算命先生摆“龙门阵”的好去处。
〔24〕

一直到抗战后期华阳县城隍庙才设立城隍庙小学，至此基本完成了由传统公共

空间向现代文化空间的转变。城隍庙中这种新旧经济文化活动的并存其实正是民国成都城市经济转型过程中中西碰撞、新旧杂

糅的真实写照。正如徐中约所说，“这些不同类型的活动并行不悖的状态，造就了一种混合经济，含有一种半殖民主义的气息，

这种气息是近一个世纪里中国经济的显著特征”
〔25〕

。

从古代到近代，城隍庙经济呈现了从寺庙经济，到以庙会经济为主的城市经济，再到近代工商业经济这样一个发展演变的

过程。古代，城隍庙通过对香客的吸引聚集了大量的人口，产生了一系列的经济活动。这些经济活动以个体经营为主，是小农

经济发展的产物，因此古代城市经济能在城隍庙中繁荣发展。及至清末民国时期，随着城隍庙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

围绕城隍庙形成的近代工商业经济，则逐渐脱离城隍寺庙的影响，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它的发生发展，依赖了城隍庙的特殊

性和城隍经济区域的特殊性，其经济结构和经济形态，建立在近代城市工商业集约化和专业化基础之上，已经和古代城隍庙经

济有了巨大不同。城隍庙的流动个体经济，逐渐被专业化的商店所代替，而其原有的宗教空间也顺应城市的发展转变为新式的

经济场所（如北门城隍庙在改革开放后成为电器交易场所）。城隍庙，已经成为历史的记忆和城市的一个符号。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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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曾在成都市图书馆看见过一幅明天启成都《府治三衢九陌宫室图》（摹《天启成都府志<成都府治图>》。图中显示

了成都当时有两座城隍庙。一座在府城内正西偏南，另外一座在城外北郊偏西。但《天启成都府志》正文中只提到“城隍庙，

府治西。”，而并未提及城北的城隍庙。详见：《天启成都府志·祠庙》卷 3，引《成都旧志》，成都时代出版社，2008 年，

第 58 页。

② 关于晚清民国时期成都具体有几座城隍庙，学者存在不同意见。如据成都老艺人彭越先回忆，成都在民国时期有五座城

隍庙，除上述三座之外，还有大墙后街（一说大墙东街）都城隍庙，成都西门的都司城隍庙；而袁廷栋则认为，成都有四座城

隍庙（无西门都司城隍庙）。除正文中述及到的三座城隍庙之外，其余两座城隍庙规模小，庙中城隍不参与城隍出驾活动，且

没有形成较具规模的市场，因而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参见：彭越先《老成都的 5 座城隍庙》，成都城市群众艺术馆编，

《成都故事百家谈》，2008 年，第 197—204 页；袁庭栋《成都街巷志》，第 172 页；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 年；四川文史馆

编《成都城坊古迹考》，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 年，第 160 页，第 156—158 页。

③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庙市包括庙会、灯市和米市等大型集体经济活动，这些活动的组织者往往是官方和地方精英。而

下文谈到的小吃贩、算命先生和江湖郎中则以个体经济活动为特色，其活动往往是自发的，二者共同织就了城隍庙中的经济网

络。

④ 妇女逛城隍庙会有一个禁止到开放的过程。从现有资料来看，清末妇女被禁止参加城隍庙会，到了民国时期，庙会对妇

女逐渐放开。但逛庙会的妇女依然受到社会大众的好奇和精英群体的批判，而且逛庙会的妇女经常有被流氓骚扰的危险。详见：

《通俗日报》宣统元年六月二十四日；《城隍会害人——少妇遇瘅神归家被夫责遂自缢而死》，《新新新闻》，1931 年 11 月

19日第 10 版。

⑤ 地方文献中有不少关于江湖骗子的记载，地方报纸也时有报道。傅崇钜：《成都通览》上，第 459—500 页；郑蕴侠、

家恕：《旧时江湖》，载《龙门阵》，1989 年第 3期；《通俗日报》，1909 年 3 月 27 日、1909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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